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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U 后综合征在神经重症监护病房的研究进展 
房娟 

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 643000 

摘要：随着重症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，以及医疗保健领域的进步，患者从重症监护室中幸存下来的数量逐渐增

多，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的研究人员认识“ ICU 后综合征” （post- intensive care syndrome，PICS）。ICU 后综合征包

含患者 ICU 后综合征和家属 ICU 后综合征( post- intensive care syndrome family，PICS - F)。这两个概念已被用于非神经危

重护理人群，以描述患者及家属在重症监护病房住院后所产生的认知、精神和生理后遗症。本文通过回顾常见神经危重疾病患

者的神经心理后遗症，阐述了在神经危重护理患者人群中研究 PICS 面临的困难，讨论了早期发现 PICS 和 PICS - F 作为多学科

干预的机会的重要性，并为将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建议，以期促进各专业的危重护理人员之间的合作，促进护理的连续性，以

便预防和治疗神经危重护理人群中的 ICU 后综合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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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危重护理医学的进步，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 ICU

幸存者患有长期损伤，这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
[1]
。ICU

后综合征（post-intensive care syndrome，PICS）
[2]
是指

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（ICU）治疗后出现的新的或恶化的心理

健康，认知或身体障碍。由于患者的家人易受患者疾病的影

响而遭受心理和情感创伤，因此 PICS 定义扩大到家庭成员,

即家属 ICU 后综合征( post-intensive care syndrome 

family，PICS-F)
[3]
。 

为了避免混淆原有的神经损伤后遗症与 ICU 后综合征，

绝大多数 ICU 后综合征的相关研究都是针对非神经危重监护

病房的危重患者。然而神经危重患者及其家属是否也可能遭

受 ICU 后综合征的困扰？显然在神经危重患者人群中研究

ICU 后综合征是一个挑战。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，神经危重

患者进入神经重症监护有几大原因：癫痫、缺血性脑卒中后

恶性脑水肿、非创伤性脑出血、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等
[4-6]

。 

1 神经危重患者的生理、认知、心理障碍后遗症 

1.1 癫痫 

癫痫患者常伴有认知障碍
[7]
。有研究表明，癫痫患者中

15%具有新的认知障碍。然而，尚不清楚这些神经认知变化与

癫痫本身，及其潜在触发因素、药物效应的相关性
[8]
。 

1.2 缺血性脑卒中 

脑卒中后是否进入重症监护室取决于其严重程度和治疗

史。有研究报道，缺血性脑卒中后恶性脑水肿患者中，100%

患者存在认知障碍和 40%患者具有显著的临床抑郁表现
[9]
。国

内也有研究报道了类似的多领域认知功能障碍
[10, 11]

。 

1.3 非创伤性脑出血 

非创伤性脑出血患者中抑郁症的发病率高达 20%，且它

与生活质量呈独立负相关。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残疾是抑郁症

的影响因素
[12]

。焦虑的发病率为 8%；认知障碍为 77%，13%

患者符合痴呆的临床诊断标准
[13]

。 

1.4 动脉瘤 

动脉瘤患者的客观认知障碍包括注意力、记忆和执行功

能
[14]

，其中 32%的动脉瘤患者有认知障碍；而抑郁症的患病

率为 23-44%。认知及心理障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，影响其

回归工作岗位
[15]

。动脉瘤患者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

率分别高于 31%和 35%
[16]

。 

1.5 创伤性脑损伤 

有研究报道中度至重度创伤性脑损伤的患者存在认知功

能障碍，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的认知障碍与年龄呈正比
[17]

。其

中，认知障碍的发生率高达 68%，焦虑、抑郁的发生率分别

为 43%和 25%
[18]

，然而未发现损伤严重程度与认知障碍之间的

关系。 

以上这些数据表明，神经危重患者存在生理、认知、心

理障碍，这与 ICU 后综合征的临床表现相似，然而这种神经

认知变化尚未明确是与疾病相关还是与住院相关。正如在非

神经科危重护理人群中所示，危重疾病的神经精神影响是一

个独立因素
[19]

，那么在神经危重护理中，这种与住院相关的

损伤可能超过了原发性神经损伤。 

2 神经危重患者确诊 ICU 综合征的困难性 

尽管神经危重患者中 ICU 后综合征的患病风险以及患病

率可能更高，但是确诊具有困难
[20]

。 

2.1 原发性脑损伤 

我们难以区分神经危重患者出现的新的神经损伤是与原

发性神经损伤相关，还是与重症监护室住院经历相关。研究

者往往将新的认知心理障碍归因于已知的脑损伤
[21]

，而忽略

了 ICU 后综合征对神经危重患者的影响。此外，许多神经损

伤患者伴随的失语症、觉醒减少等神经症状也会增加研究困

难
[6]
。 

2.2 长期镇静 

有效降低镇静时间有助于减轻神经心理障碍，但神经危

重患者往往需要长期镇静
[22]

。例如，患者需要使用异丙酚、

苯二氮卓类或巴比妥类药物进行麻醉输注和脑抑制，而这会

增加神经精神后遗症的风险
[23]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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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缺乏无创监测 

神经检查是无创神经监测的金标准。为了监测患者的病

情变化，医护人员需要频繁的进行神经检查
[24]

。频繁的检查

导致患者出现睡眠障碍，而睡眠和精神错乱之间存在共同的

病理生理、共享机制、共享神经递质或潜在的因果关系
[25]

。 因

此频繁的神经检查增加精神错乱的风险，其神经心理后遗症

的风险也随之增加。 

2.4 恐惧和妄想记忆 

恐惧、妄想记忆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是 ICU 后综合征的危

险因素
[26]

，有效的沟通可以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
[27]

。

然而，神经危重患者多伴有语言障碍，影响护患之间沟通，

从而增加了恐惧和妄想的记忆。 

2.5 早期活动 

众所周知，早期行动可以改善危重患者疾病后的结局
[28]

。

在神经重症监护室中，许多危重患者因有机械通气、外部心

室引流，腰椎引流或其他颅内监测等治疗措施
[29]

，增加了早

期行动的复杂性和困难性。此外，许多神经危重患者伴有的

运动障碍也影响患者早期活动。 

3 对神经危重患者家属的影响 

Trevick 和 Lord 发现，33%的家属在患者入住神经重症

监护室后一个月时可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表现，17%的家庭成

员在 6 个月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
[30]

。据报道，

家庭成员抑郁和焦虑的患病率分别高达 8.6%和 20.7%
[31]

。 

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神经危重疾病对家属的

影响，众多重症监护室更加重视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
[32]

。然

而尚无文献报道单一预防家属 ICU 后综合征的干预措施
[33]
，

且有文献指出仅针对病人的康复干预效果也不明显
[34]

。我们

必须重视心理社会因素对病人和家属的康复和神经心理结果

的影响，以及病人与家属关系的重要性。 

4 小结与展望 

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危重疾病幸存者出院，重症监护

病房的住院经历会对患者造成生理、认知、心理的损伤。当

神经危重患者也经历了重症监护病房的住院过程时，对其采

取 ICU 后综合征的预防措施，他们的结局可能也会发生改善。

那么针对重症监护病房这种潜在的神经心理学效应，我们接

下来该怎么做？ 

首先，为了推进这一研究领域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神经

危重护理患者的后遗症，建立有效的评估模式，明确 ICU 后

综合征在神经重症监护病房中的相关性。。多学科合作可促

进危重幸存者神经心理症状的基础机制的研究，从而加深我

们对其神经心理结果的了解。 

其次，我们需要调查 ICU 后综合征在神经 ICU 患者中的

患病风险及患病率。并确定其可控和不可控的危险因素，以

便筛查有神经心理后遗症风险的患者，并能针对这些风险采

取有效的干预措施。 

此外，我们需重视患者(PICS)及其家属(即 PICS-F)两方

面的合作，例如多学科后 ICU 诊所
[35]

。目前的研究表明仅对

患者进行预防性的干预，并不能地预防患者的慢性情绪困扰
[36]

。因此，患者和家属的应对方式和情绪困扰是相互关联的，

并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
[37]

。美国心脏协会最近的一项系统审

查建议，中风恢复期间的干预措施应采取二进式（病人和家

属在一起)
[38]

。 这种二元框架可广泛推广于神经危重监护室。 

最后，注重预防是改善患者和家属预后的最佳方法。干

预措施应尽早开展，例如早期的二元干预应从住院开始。神

经重症监护病房的幸存者和家属迫切需要我们促进其康复和

生活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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